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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书的功能及其演变
口王跃生

‘

衍代民间婚书研幼 (国家清史编基委员会研究丛刊)

娜松义
、

定宜庄著
,

人民出版社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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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按照 目前中国婚姻法律的理解
,

婚书是男女之间缔结和保持婚

姻关系的凭证
。

但传统意义上的婚书形成方式和现代婚书不同
。

现代婚

书即为政府机构颁布给合乎结婚条件男女的结婚证书
,

离婚时则换发给

离婚证书
,

一次性形成
,

简单明了
。

传统婚书主要是在男女两个家庭的

家长之间订立
。

对于后者
,

我们已经比较陌生
。

郭松义
、

定宜庄两位教

授的新著 俯代民间婚书研究》为我们勾勒出中国近代之前婚书的演变

历程
、

形式特征和作用表现
.

中国传统时代婚姻的复杂性由此被揭示出

来
。

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
,

民间婚书出现向结婚证书过渡的状态
,

但主要限于城镇地区
,

很不普

遗
。

结婚证书取代一切民间婚书作为有效凭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
。

这里
,

我想就不同时代的婚

书谈谈中国婚姻变动的一些特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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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之前的婚书

在中国历史上
,

政府直接介人民众婚姻缔结行为 (设里婚姻登记机构
、

颁发结婚证书) 的时

间很晚
,

基本上是民国以后的事
。

而婚姻登记制度的全面实施则是在 194 9 年以后
。

这意味着
,

近

代之前
,

婚姻行为完全以民间方式确立
。

民间婚姻程序又受到政府规定
,

甚至国家法律的约束
,

这些法律
、

规范的制定又受到
“

礼
”

的影响
。

贯穿中国传统时代婚姻的主线是
“

父母之命
、

媒灼之言
” 。

这一原则的核心是父母对子女婚嫁

具有主婚权
。

这一主婚权受到礼俗
、

法律的鼎力维护
。

我们知道
,

先秦是中国婚姻的程序性规定
—

婚礼产生的重要时期
:

纳采
、

问名
、

纳吉
、

纳

征
、

请期
、

亲迎成为规范
,

被贵族
、

士大夫阶层所遵守
。

虽然当时社会有
“

礼不下庶人
”

之说
,

但一般平民的婚姻方式肯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婚礼规范的影响
。

还应看到
,

自有文字记载始
,

中国婚姻制度即建立在族外婚基础之上
,

并且传统婚姻缔结多体现为间隔一定时期的过程
,

非一

朝一夕所能完成
。

若没有一定的规范约束
,

变故甚至矛盾就有可能发生
。

传统婚书配合着对六礼的遵行而出现
。

它是与一整套繁琐仪式相对应的书面表达形式
。

因而

符合六礼规范的婚书也被称为礼书
。

传统婚姻缔结过程中的礼书往往非一次性完成
,

因而
,

一对

男女谈婚论嫁过程中可能产生多种形式的礼书
。

如与纳采相伴随的是男方家长出具的请婚书和女

方家庭应答的允婚书 ; 纳征则与聘礼和妆奇有关
,

其中最主要的男方的聘礼清单书和女方的妆仓

清单书
。

这是形成关健性婚姻礼书的主要环节
。

当然
,

从严格意义上讲
,

其他婚姻缔结环节也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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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礼书产生
,

但其重要性则不及纳采和纳征礼书
。

需要指出: 六礼在秦汉之后的平民阶层中并没

有被严格遵守
,

而被作了适当简化
。

至宋代
,

朱熹在 株子家年O 中将其精简为纳采
、

纳币 (即

纳征) 和亲迎三礼
,

即保留了纳采
、

纳征这两个重要婚书产生环节
。

婚书主要产生于男女初婚和部分男性的续娶婚姻中
。

然而
,

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婚姻行为
。

如

丧偶妇女再婚
、

无子有女家庭招赞女婿
、

贫穷家庭女孩被人童养
、

男性纳妾等
。

这些婚姻是不合

六礼要求的
,

不为正统观念所认同
,

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它是符合当时法律要求的
。

还应注愈到
,

传统时代离婚虽不普遍
,

但却有合法休妻与不合法卖妻现象
。

不合六礼和不合法婚姻所产生的婚书多种多样
,

不过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契约特征突出
,

因

而可将这类婚书简称婚契
。

婚契虽然也涉及当事双方
,

但它体现出权利的让渡特征
。

如女方家长

接受男方财礼或其他条件而将女儿许配
,

婚契实际是女方家长为男方立下的让渡女儿的字据
。

就

婚契的内容而言
,

婚姻买卖的色彩非常浓厚
。

按照郭松义
、

定宜庄的观点
,

普通百姓所写立的这

类婚姻契约
,

与士大夫反复强调的婚姻之礼
,

是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
,

而与民间有关房
、

地等不

动产交易等的契约文书更为接近
。

那么这些婚书能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?

1
.

透过礼书
,

特别是涉及聘礼和妆仓的婚书
,

我们可以认识礼或法律对不同阶层婚姻缔结的

限制程度和婚姻实践中人们的遵守状况
。

婚姻作为一种礼仪制度
,

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
。

而等级

的严肃或森严有赖于官方律令加以维护
。

这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方面
。

如对聘物的数t
,

从皇室到不同品级官员直至庶 民百姓都有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规定
。

然而
,

从聘书可 以着出
.

“

遗制
”

现象在各个时期
、

特别是明清时代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之间都有存在
。 “

逾制
”

与婚姻论财

有密切关系
。

而论财现象表明
, “

利
”

最终突破
“

礼
”

发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
,

特别是在明消时

期愈演愈烈
。

这与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与市场调节作用的加大有关系
。

不过
,

总的来看
,

礼书表现出结姻双方家庭平等的精神
。

尽管纳征时的聘礼和妆仓上有论财之嫌
,

但主流婚姻是建

立在双方家庭根据经济条件自愿安排
“

聘礼
”

和
“

妆奋
”

的基础上
。

它是在已经定婚的前提下实

施的
,

并非以婚前约定为必要条件
,

至少多数情形如此
。

2
.

在我们看来
,

传统婚书是婚姻包办的产物
。

从婚书样式中可以看出
,

明代之前的民间请书

中仅具婿父和媒人两个名字
,

而不具新郎名字
,

允书中更无新娘名字
。

其意义在于
,

婚姻缔结是

双方家长为儿女选妻或择婿
,

因而婚书不是对儿女愿望的表达
。

这正是纳采之礼的标准或规范
。

至清代
,

当事男女名氏被写人婚书
,

但却是作为家长的从属者被附着
。

不过
,

婚契中则有特殊状

况出现
,

一些男性和丧偶妇女在无人主婚情况下结婚或再婚
,

它反映了民间婚姻行为的灵活性
。

只有从婚书中才能看到历史时期非主流婚姻方式
。

3
.

婚契等婚书具体反映了婚姻的买卖性质
。

一般而言
,

适当的聘礼和妆仓是符合
“

礼
”

的精

神的
,

并不能笼统称之为婚姻论财
。

但
“

逾制
”

的聘礼和妆仓则是论财的表现
。

若是建立在双方

自愿基础之上
,

还不能称之为买卖婚姻
。

然而明清时代
,

丧偶妇女再婚等婚姻形式中
,

买卖婚姻

的色彩是很浓厚的
。

至于生妻被嫁卖则更是赤裸裸的非法婚姻交易
。

以往
,

人们对此只限于概念

化认识水平
。

近几年
,

一些学者对婚姻档案的开发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买卖婚姻的认识
。

婚书归根结底是婚姻状态的反映
,

亦即民众的实际婚姻安排决定了婚书的内容和形式
.

而不

是相反
。

婚书只是婚姻缔结行为的记录
,

但如果这些记录是完整的
,

我们却可借此深刻认识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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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期民众婚姻的真实表现
。

一般而言
,

传统婚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婚姻缔结过程中
,

即男女双方家庭依照礼俗
,

通过订

立婚书对彼此形成一定约束 ; 一旦婚娶完成
,

其使命就基本完成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婚书被长期保存

下来的不多
。

在我着来
,

相对于官方档案
,

民间婚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困难更大
,

近代以前更是

如此
。

因而
,

需要有心人注意收集和整理
。

当然
,

在民间社会
,

没有婚书的婚姻缔结仍然存在
。

特别是流动较少
、

习尚淳朴的土著社会

中
,

男女双方家长具有一定的关系或信用基础
,

订立婚书往往会视为关系疏远
,

因而惯常的做法是

以一言为定
,

不立婚书
,

但有人居中做媒证
。

尽管这种做法潜藏争端
,

但它却是民间实态的反映
。

甲

不r

婚书的近代裹现

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十多年
,

婚姻法律并无实质性变化
,

因而传统婚书仍在发生作用
。

民国初期基本上沿袭清朝于 191 1 年制订
、

但因辛亥革命发生未来得及实行的 t欠清民律草

案》 使称第一部民草)
,

不过将其更名为 抿国暂行民律草扔
。

它对父母的主婚权继续予以维

护
。

19 25 年制订的 很国民律草扔 在婚姻成立方面
,

仍有很强的传统色彩
,

如在
“

家长及亲属
”

中规定
:

家属为结婚
、

立用或出朋者
,

须得家长之同意 (第 107 8 条)
。

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男女婚

姻仍在父母掌控之下
。

民国时期婚姻法律的实质性进步是 192 9 年实行的民国 《民斟
。

在婚姻部分有这样的规定 :

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 (第 97 2 条)
,

但
“

未成年人订定婚约
.

应得法定代理人同意
”

(第

卯礴条)
。

此外规定
:

结婚应有公开仪式及两个以上证人 (第 9 82 条)
。

可见
,

从法律上看
,

民间婚

书在民国时期仍是主要的凭证
。

区别在于
,

1925 年及其前的婚姻法律强调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

权 ; 192 9 年婚姻法律则为男女自行订立婚约
,

但须有证婚人
。

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是
,

婚姻缔结

仍主要是民间行为
,

政府机构并不直接介人
。

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地方文献中可以看出
,

新式婚姻 (1929 年 《民淤 所规定的方式) 除

在市镇被实行外
,

绝大多数农村仍以传统方式缔结婚姻
。

父母的主婚权延续下来
,

或者说在父母

主导下订立婚书是比较普谊的做法
。

当时的婚姻解释中也体现出对民间做法的认可
,

即 : 订婚以

“

婚书和聘财
”

为形式要件
,

并且
“
习惯上之买卖婚姻如经双方合意

” ,

得
“

认为有效
” 。

从现存婚

书可以看出
,

民国以来
,

各地出现了一些由政府监制甚至颁发的订婚婚约或结婚证书
。

其进步之

点是当事男女姓名
、

年龄被清楚载明或签写
。

但主婚父母和媒人 (或证人) 仍不可缺少
。

总体看来
,

中国民间婚姻呈现着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异
。

社会中上层家庭比较注重门第
,

有门

第不当断不苟合的观念
,

不少家族以此为训
。

清代著名清官于成龙所书 始家规褂 中对族人
、

家人的婚娶原则是 : 结亲惟取门当户对
,

不可高攀
,

亦不可就下 (见 俗一剥 卷一曲)
。

尽管在

聘礼和嫁妆上表现出重财特征
,

但它并不是必须的
,

而带有一定自愿性质
。

当然
,

一些地方如浙

江
、

福建
、

安徽有嫁女盛妆仓之俗
,

成为女方家庭的沉重负担
。

这种婚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女方

家庭担心女儿出嫁后被婆家瞧不起
,

不得已而为之
。

但妆奋厚薄并不是男方婚娶的前提条件
。

就

多数地区而言
,

中上家庭聘礼和嫁妆是在一个适度范围内的
,

或者说是量力而行的
。

而在中下层

家庭
,

特别是较贫穷家庭之间
,

聘礼则是必须的
,

因而被称为
“

索聘
” ,

甚至议婚必先论财
。

中下

层索聘的原因在于
,

女家无力制备基本的妆套
,

而用男方所出聘礼办理
。

穷困家庭除了借此办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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妆外
,

还要从中留下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用于贴补生活
、

还债
,

乃至为自家儿子结婚做准备
。

这种

状况直到解放前仍然如此
。

�学术评论�

现代结婚证书下的婚姻行为

由官方机构颁布结婚证书的端倪虽出现在民国中后期
,

但普遍实行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
。

从

原则上讲
,

结婚证书取代了礼书
、

婚契的凭证地位
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的第一部 循姻淤 ( 1950 年) 强调男女婚姻无条件自主 (第 1 条 )
,

结

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
,

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(第 3 条 )
。

不

仅如此
,

它还规定 : 结婚应男女双方亲自到所在地人民政府登记
。

凡合于本法规定的结婚
,

所在

地人民政府发给结婚证 伟 6 条)
。

可见
,

建国后婚姻法律与传统时期的最直接区别有二
,

一是男

女无条件婚姻自主 ; 一是民间婚书不具有法律效力
,

政府机构直接介人民众婚姻过程
,

婚姻的有

效凭证是政府机构颁布的结婚证书
。

那么
,

实行结婚登记制度的本意是什么呢? 新中国第一部 循姻法》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法

制委员会做了如下解答 :
借此查明男女双方是否出于自愿

,

是否已够婚龄
,

是否买卖婚姻
,

是否

合乎一夫一妻制
,

有无违背亲属间禁止结婚规定等情况
。

无疑
,

第一部 《婚姻法》在抑制包办婚姻
、

买卖婚姻
、

近亲结婚和低年龄结婚
,

维护一夫一

妻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
。

从客观上讲
,

政府婚姻登记机构要直接面对婚姻当事人而不是其代理

人
,

在正常情况下它会有效减少外力逼迫下的婚姻
,

也能将解放前所流行的未成年人婚姻或一方

成年
、

另一方幼小的崎形婚姻降到最低程度
。

在 循姻淤 影响下
,

高度包办婚姻从整体上看已经很少
.

但农村地区父母在子女婚姻安排

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
。

父母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
:
一是子女婚配对象的选择

,

一是婚姻费用的

投人和结婚时间的安排
。

在婚配对象选择上
,

父母和子女权利经历了这样一个消长过程
:
从解放

前的父母完全包办到解放初期父母决定
,

但同时征求子女的意见 ; 再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母与

子女协商确定 ; 至 80 年代
,

子女意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
,

父母意见的分t 降低 ; so 年代中期以后

多数子女对自己的婚配对象有了最终决定权
。

当然这是就一般悄况而论
。

而从婚姻费用和时间安

排上
,

虽然婚姻法直接抑制了
“

父母之命
”

式的高度包办婚姻
,

但 20 世纪 70 年代前父母决定子

女婚配对象的权力仍然很大
,

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
,

父母的愈见最重要
。

结婚登记制度对买卖婚姻和婚姻论财的限制作用也不能估价过高
。

解放以后
,

土地改革和集

体经济制度的实行
,

家庭之间的财产差异缩小
,

或者说直到改革开放前
,

多数家庭处于生活资料

短缺状态
,

基本不存在贫富差别
。

这个时候的聘礼
、

嫁妆也以基本相同的模式来办理
,

男女双方

家庭的经济压力均不大
。

然而
,

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
,

风气为之一变
。

解放后人口死亡率降低
,

新

生子女基本上都能存活下来
,

多数夫妇有五个以上子女
。

至 20 世纪 70 年代
,

子女逐渐长大
,

进

人婚配阶段
。

不少家庭住房紧张
。

土地作为集体财产与家庭财富脱离了关系
,

但住宅却归农民家

魔所有
,

实际是私有财产
,

它成为衡量家庭生活条件的主要依据
。

可以说
,

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
,

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
、

并要求男方提供时新样式住房成为新的习俗
。

这对娶妻家庭构成极大压

力
。

婚姻论财和婚姻买卖在各地农村均有表现
。

不过
,

就 20 世纪 oo 年代以来农村的情形而言
,

富裕地区
、

温饱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婚姻论财有不同的表现
:
在富裕地区和多数温饱地区

,

婚姻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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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是子女和父母共同参与的结果
。

在相对富裕地区
,

女方家庭并不从女儿婚姻中获得任何好处
。

男方的聘礼都被用在置办嫁妆上
,

女方父母往往还要贡献出数量不等的嫁妆
。

因而
,

我们认为
,

这类婚姻花费再高
,

也不具有买卖性质
。

但对男方家庭来说
,

婚姻花费虽未流人外人田
,

但却要

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准备住房
、

购里物品
,

花费巨大
,

由此表现出婚姻论财的一面
。

而在贫困地

区
,

女方家庭索要聘礼并将其中一部分沉淀下来
,

只以嫁妆形式返还其中一部分
。

男方家庭既要

建房
,

又要里办生活设备
,

负担相对较重
。

因而它有买卖之嫌
,

至少是买卖婚姻的一种表现
。

应该说
,

结婚年龄是结婚登记最容易控制的内容
,

它是数字标准
,

具有显性特征
。

然而
,

解

放后各个历史时期低于法定婚龄结婚者大有人在
。

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
,

20 世纪 50 年代

前期男性在法定婚龄以下 (l 9 岁以下) 结婚者约占 30%
,

女性 (17 岁以下) 约为 25 %
。

这主要是

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民众尚未形成到政府部门登记结婚的意识
,

仍按民间方式操办
。

同时
,

《婚姻法》实施初期有
“

年头
”

(虚岁) 达到者给予登记的规定
。

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
,

男性法定

婚姻以下结婚降至 12
.

9%
,

女性降至 10. 6%
。

违规现象存在的原因一是当事男女未去登记
,

一是登

记时虚报了年龄
。

20 世纪 so 年代初期新 循姻淤 将男女初婚年龄分别提高为 22 岁和 20 岁
。

这

比此前的晚婚年龄男 25 岁和女 23 岁降低 3 岁
。

然而
,

在农村
,

不少民众并不以接受较晚婚年龄

为低的新的法定婚龄为满足
.

而 以突破它为目标
。

198 任一1984 年
,

男性 21 岁以下结婚者占

28 2 %
,

女性 19 岁以下结婚者占26 %
。

这其中虽也有未登记者
,

但多数为虚报年龄而结婚
。

迄至

19 99 年前后
,

男女低于法定婚龄者分别降至 16. 5%和 11
.

7 %
。

根据我们的研究
,

就农村而言
.

不

仅在父母包办子女传统社会婚姻环境中
,

而且在父母决定为主
、

与子女商量为辅或父母与子女共

同协商的环境中
,

父母对子女婚姻时间的安排都有向
“

早
”

的方向推动的愿望
。

在这种环境下
,

法定婚龄
、

婚姻登记制度的约束作用就会显示出来
。

尽管有相当比例的违例者
,

但制度却将极端

早婚现象抑制住了
。

20 世纪 oo 年代后
,

农民的谋生方式开始发生改变
。

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青年非

农活动领域扩大
,

相对落后地区则有一部青年走出乡土到城镇从事非农活动
。

相对于过去
,

他们

对父母的生存依赖降低了
,

经济自立能力提高了
。

因而他们不仅在对象选择上
,

而且对自己婚事

安排的决定能力也增强了
。

虽然从形式上看
,

多数农民子弟的婚事仍主要由父母操办
,

但婚姻费

用中子女贡献的份额增大
。

20 世纪 oo 年代以来全国晚婚水平提高是青年男女就业空间扩大
、

经济

能力增强的表现
。

在这一过程中
,

现代婚育观念和行为也会对其产生影响
。

可以说
,

当代农村青

年婚姻行为的变动
,

是社会转型所促使
。

不过
,

它尚处于变动的初期阶段
。

在不少农村地区
,

婚姻缔结过程仍具有相当浓厚的传统色彩
。

领结婚证书是最后一个程序
。

在这之前的做法实际仍包含纳采
、

纳征等内容
。

只不过它们成为纯粹民间行为
,

不被法律所重视
。

这种做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民俗
,

并非落后表现
。

中国当代民众的婚姻同中国社会一样正处在变革之中
。

这些变革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进步
,

那

就是实质性的婚姻自主已经或正在实现
。

这得益于年轻一代的就业流动和婚前经济独立能力增强
。

但婚姻的论财现象仍然存在
。

当事男女旨在通过结婚这一契机创建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生活条件的

家
,

婚姻的
“

大事
”

意义凸现出来
。

它往往成为男方及其父母的一项负担
。

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

满足以下两个条件
,

即不仅婚姻缔结由男女 自己做主
,

而且婚姻费用也主要由当事男女承担
,

而

不是他们的父母
。

这样
,

婚姻花费的务实性态度将因此增强
,

量力办婚事才会成为新的风尚
。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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